
中国哲学视野下的“达德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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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达德之勇”经孔子的“三达德”概念而被标识为中国人所憧憬的核心素养之一。 这一核心素养在中

国文化发展中被理学、心学、气学丰富发展为道德参与之勇、良知信仰之勇和造器创世之勇“三系”：理学最重道德

参与之勇，主张“达德之勇”只能是捍卫道义的义理之勇，而不能是血气之勇，因为义理之勇既具血气之勇的敢为、
坚守之优点，又有血气之勇所无的知耻、慎思之长处；心学针对理学“道德参与之勇”的主体化不足问题而提出了与

之对立、张扬意志自由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时超越二者的良知信仰之勇；气学则以

气为根而主张最根本的“达德之勇”既非“道德参与之勇”，亦非“良知信仰之勇”，而是人通过创造“新形式”，以“气
之生产力”推动世界与人自身不断创生发展的“造器创世之勇”。 由此，中国“达德之勇”便因赋予勇气以道德、信
仰、创造之核心要素而在当今风险时代变得愈来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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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德之勇”是“作为美德的勇气”，是中国人憧

憬的“三达德”之一。 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认为

勇气虽稀有，但并非所有勇气皆为美德：没有廉耻、
不分是非而不怕危险地争夺吃喝的“狗彘之勇”，不
怕死亡而残暴的“暴徒之勇”，不顾道义而果断狠毒

地巧取豪夺利益的“商贾之勇” ［１］ ，此三者虽属勇

气范畴，但皆非“达德之勇”，因为“达德之勇” 的

“勇”至少要属于广泛意义的“德”之范畴才会被纳

入“达德”之中。
在中国哲学中，“达德之勇”可依据人存在于世

的场域而分为三大类型。 人存在于世的场域可分为

社会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三类，“达德之勇”
则可相应地分为侧重人际事务的道德参与之勇、侧
重精神事务的良知信仰之勇和侧重物质事务的造器

创世之勇三型。 形塑这三类“达德之勇”的思想来

源主要是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和船山气学，此“三

学”分别基于自身哲学而将自己侧重的“达德之勇”
推向顶峰，从而使先秦儒学所言的“达德之勇”类型

化为以道德、信仰、创造为核心的“三系”。 鉴于此，
本文试图将散落在“三学”中的“达德之勇”思想进

行系统化论证，从而彰显其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

一、道德参与之勇：
达德之勇的理学之思

　 　 朱熹理学对勇气论的突出贡献，是在区分“勇”
和“勇德”的基础上提出，“勇”只有以道德的形式实

现出来才能被称为“勇德” ［２］ 。 朱熹认为血气之勇

并非美德，至少算不上“达德”，作为理想人格范畴

的“达德之勇”只能是“义理之勇”。 “义理之勇”既
有血气之勇的敢为、坚守之优点，又具血气之勇所不

具有的知耻、慎思之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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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义理之勇的构成

与为私的血气之勇不同，“义理之勇”是指向道

义的为公之勇、不顾邪恶威胁而敢于捍卫道义原则

的道德之勇。 义理之勇包含敢为、知耻、慎思、坚守

四种关键成分。
其一，不惧式敢为。 在朱熹那里，“不惧式敢

为”具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规定。 在形式层面

上，“不惧式敢为”是“勇”区别于“非勇”的本质规

定。 朱熹赞同孔子“勇者不惧”的界定，因为克服恐

惧是对所有勇气的一般规定。 这里的恐惧暗含着

“危险”因素，“危险是恐惧的来源，恐惧是危险的主

体化反应” ［３］ 。 在内容层面上，不惧式敢为的对象

是区分不同勇敢类型的根本依据。 其中，“血气之

勇”即指克服死亡恐惧而敢于舍生忘死，并以先行

到死中去的无畏态度而肯定生命。 血气之勇虽稀

有，但朱熹并未给予更高评价，因为血气之勇是身体

的勇敢，因无道义引导而常堕落为满足私欲而不怕

死的“狗彘之勇”和因不怕死而残暴的“暴徒之勇”。
为避免“血气之勇”蜕变成践踏道义的“狗彘之勇”
“暴徒之勇”，人须将“道德原则”融入“血气之勇”，
使之发展成为敢于捍卫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勇”。

其二，向义的知耻。 义理之勇虽常和血气之勇

相连，但其核心却不是身体的勇敢，而是为捍卫道义

而敢于同邪恶做斗争。 朱熹赞同孔子“知耻近乎

勇”的主张，认为不仅“困知行勉”是勇，“知耻”亦是

“勇” ［４］１６７３。 知耻不但是“勇”，而且是“勇气”提升

为“勇德”的关键。 这里的“耻”不是好利而以恶衣

恶食为耻，而是好义而以不义为耻。 人不论富贵贫

穷皆要耻于不义而非耻于贫穷：以道而富或贫皆不

可耻，不以道而富或贫皆可耻；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

者则是应警惕和远离的，这不仅因为恶衣恶食本身

并不可耻，更因为“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是走不义

而富之路的前兆。 在朱熹看来，知耻才能克制私欲

而不屈于物，才能改过自新而不蔽于过，这些都是

“勇”，因为“勇是克治之功” ［５］１０５７。 这里的“知耻”
是指向道义的知耻，关键要素是以明辨是非为基而

生的好善恶恶情感，据此做可耻之事便会自生罪疚

感，进而促使人在知错必改中成长为敢于捍卫道德

原则的义人。
其三，审慎的思虑。 义理之勇不仅涉及捍卫道

义，更涉及为捍卫道义而敢于承受危险。 “敢于承

受危险”是审慎地对待危险，是必要时才冒险，尤其

是在冒生命危险时须审慎，而非鲁莽冒险，更非轻率

地冒生命危险。 正如孔子所言：“暴虎冯河，死而无

悔者， 吾不与也。 必也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者

也。” ［６］由此可断定：“人的勇敢在于：当面临外界

的攻击或处于危险之中时，既不盲目地逃走，也不盲

目地冲进危险，而是保持镇静，仔细冷静地研究情

况，运用头脑来思考和判断，然后果断有力地作出究

竟是去抵抗进攻，还是防御退却的决定。 因此，审慎

构成勇敢的重要部分。” ［７］ 朱熹在此基础上提出

“临事而惧”思想：“‘临事而惧’，是临那事时，又须

审一审。 盖闲时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晓得了，到临事

时又更审一审。 这‘惧’字，正如‘安而后能虑’底

‘虑’字相似。” ［５］９４３ 由此可见， “敬惧” 是高阶的

“不惧”，是理智审慎思虑之后的“不惧”，它既不畏

首畏尾，又不盲目冒险，而是在对危险进行充分认识

后，怕应当怕的，不怕应当不怕的。 因此，道德之勇

是充分意识到捍卫道义面临的“受辱、受排斥、受攻

击”等危险后而产生的不惧邪恶威胁的道德行为。
据此而来的“敬惧”，则不是没意识到邪恶带来的危

险，而是对邪恶的威胁有充分的认识；不是没有对邪

恶的恐惧，而是克服对邪恶的恐惧；不是只在心中不

惧邪恶，而且还在行为上敢与邪恶做斗争。 这一切

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非一时兴起。
其四，忍耐的坚守。 道德勇气不仅包括道义和

危险，而且包括为了捍卫道义而对危险甘心忍耐的

坚守［８］８，即在忍耐危险中对道义持守坚固。 这里，
“持守坚固”主要有“笃实于行”和“笃实于恒”两层

含义。 “笃实于行”意指，“敢为”的“为”不是思想

之为，不是情感之为，而是将思想或情感付诸行动的

力行，朱熹由此将“勇”界定为“着实去做”，即“着力

去做底是勇” ［４］１６７２。 “笃实于恒”指向“敢为”的时

间性，真正的“勇敢”不是一时逞强，而是持之以恒，
长时间坚守。 朱熹由此将 “勇” 界定为 “困知勉

行” ［４］１６７２式坚守，认为仁智虽好，但无勇则会半途

而废： “ 仁、 知 不 是 勇， 则 做 不 到 头， 半 途 而

废。” ［５］１０５７“坚守”意味着勇敢不仅包含激情，更包

含激情褪去之后的苦干，即将苦吃到位、将工做到位

的工匠精神，正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正

是说勇处” ［４］１６７８。 在此意义上，义理之勇指向为捍

卫道义而长时间地忍耐受辱、被排斥、被攻击的危

险，因而是对道义永不言弃的勇气。
总之，“敢为” “坚守”是“义理之勇”的基础性

成分，“慎思”是理智性成分，“知耻”是道德性成分。
只有基础性成分的是“暴民之勇”，只有基础性成分

和理智性成分的是“贾盗之勇”，三种成分皆俱的勇

才是朱熹所言的“义理之勇”，这是一种敢于捍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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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君子之勇”。
（二）义理之勇的本质

“勇气”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自我肯定，依据人自

身存在的方式可分为“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和

“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两大类型［９］７６－７７。 人存

在于世的方式可分为参与式存在与不参与式存在。
“参与式存在”意指人参与到世界中，与参与的世界

结为共同体，从而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由此

而获得的存在之力便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即
“有勇气把自己作为自身所参与其中的那个共同体

的一部分来加以肯定” ［９］７８。 “参与式存在”的预设

是“普遍在逻辑上比个别更真实，集体在事实上比

个体更实在。 特殊通过参与到普遍之中而具有了自

身存在的力量” ［９］８０，由此形成的是各式各样的集

体主义。 与个人主义相比，集体主义认为个体的存

在取决于团体的存在，从而将人的存在归结为社会

性存在，将人的价值归结为道德价值，以人的社会价

值取代人的个体价值［１０］９９－１０１，最终使人的勇气表

现为“为集体而在”的勇气，即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

气。 这一勇气类型的根本特征是个体把自己作为所

属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独特自我来加以肯定：
个体只有参与到其所属的共同体之中才获得了自身

的存在，才成为真实的个体。 由此，个体的本质取决

于这种参与，取决于所参与的整体具有的性质。 在

参与集体生活的过程中，集体被视为永恒的存在，个
体则通过参与到永恒之中而感到自身生命被纳入全

人类的生命之中。 通过这种纳入，个体感到自身生

命在集体生命中得到了延续，由此而获得了存在的

勇气，一种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
依据参与的对象，“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可

分为生产参与之勇、社会参与之勇和道德参与之勇

等类型。 其中，生产参与之勇即是作为生产过程之

一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它是最基本的“作为部分而

存在的勇气”类型。 人在参与生产中获得了自身赖

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以物质基础的底气，托起自身

作为自然生命而存在的勇气；反之，缺乏赖以生存的

物质基础，会使人产生死亡焦虑，从而消磨人存在于

世的勇气。 社会参与之勇即是“和其他人建立亲密

关系的勇气”，一种为克服孤独感而敢于向他人开

放、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勇气，这种不怕自身弱点暴露

于他人而敢于既走进他人、又让他人走进自己的勇

气是建立道德勇气、克服道德冷漠的基础。 道德参

与之勇即是参与到集体中、依据集体规范展开行动

的勇气，其本质是为集体存在而敢冒危险的勇气，它

以捍卫道义为目的，以捍卫道义所承受的危险、克服

的恐惧为特征，区别于没有危险的亲社会行为［１１］ 。
由此可见，作为道德参与的“义理之勇”，在范畴上

是一种“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即“通过道德参

与行为来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气” ［９］７７。
朱熹所言的“义理之勇”即是孔子所言的“见义

不为，无勇也”意义上的道德之勇，一种作为道德过

程之一部分而存在的勇气。 作为中国天人合一文化

背景下的道德之勇，超越了西方天人分离式的道德

之勇。 在天人分离的西方文化中，道德之勇更多指

向为他人而在的勇气，由此而来的诚实之勇、公平之

勇、尊重之勇、担责之勇、同情之勇等道德勇气仅适

用于人，而不适用于自然界，因为自然界不是道德的

对象；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中，道德之勇虽首先指

向人，但最终指向天地万物，并以服务天地为最高宗

旨，从而使自身获得了超越性。 朱熹所言的“义理

之勇”，既是作为参与天地之天道过程而存在的勇

气，又是参与全人类之人道过程而存在的勇气，二者

是一体的，因为人道是天道的承继，天道依人道而光

大。 由此，“义理之勇”便从为他人而在的勇气走向

为天地立心的超越之勇，它不仅因参与到人类的永

恒中而使个体克服了死亡恐惧，更因参与到天地的

永恒中而使个体获得了替天行道的超越性，并凭借

这种超越获得存在于世的存在之力。
尽管如此，我们亦应警惕“义理之勇”作为参与

之勇带来的局限性。 “义理之勇”与其说是个体的

勇气，不如说是集体的勇气，最终肯定的是集体的存

在而非个体的存在，是集体的性质而非个体的性质，
是通过个体肯定集体而非通过集体肯定个体，虽然

个体亦通过集体参与获得了自我存在的肯定。 由此

可见，“义理之勇”自带消解个体之个性的自然倾向

与不足：作为参与之勇，“义理之勇”把人的价值归

结为道德价值，将个体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在强调

个体对社会道德坚守的同时，亦消解着人与人之间

的个性差异［１０］９９－１００；在肯定个体朝着人之为人之

本质实现的同时，亦存在着消解个体作为独特自我

而存在的勇气的可能。 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

个性也许会受到忽视，也许会因难以明确对公共人

性的贡献而被漠视与排挤。

二、良知信仰之勇：
达德之勇的心学之思

　 　 从“达德之勇”的角度看，阳明心学的超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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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其针对朱熹理学“道德参与之勇”带来的主体

性意志不足问题，开出了与“作为参与而存在的勇

气”相对立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并在此基

础上开出了超越道德参与之勇与自我存在之勇的纯

粹良知信仰之勇，从而不仅使人的个体意志得以彰

显，而且使人的勇敢获得了“超凡之力”。
（一）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

阳明心学看到了朱熹理学强调道德参与之勇对

个体自我造成的威胁———以个性化为核心的主体性

丧失，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有学者称之为“让
心自由”的旗帜性主张，这一主张被誉为中国“第一

次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掌握在自己手中” ［１２］ 。 “让
心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意志自由，它强调的是个体

不顾束缚而肯定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绝对意志自

由。 意志自由的绝对性主要体现为个体在自我选择

人生道路时不仅不受外部束缚，而且不受自身内在

束缚，从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皆有做出为善或

为恶自主决策的自由［１３］ 。 在善恶之间，个体总是

倾向于择善弃恶：即使个体运气不佳———生来气质

不美、渣滓多、障蔽厚且外部环境恶劣，也有选择向

善为善的自由［１４］１８２；即使自己染上恶习，也有决定

不再为恶的自由，虽然该情况下选择为善须付出更

大的意志努力［１５］ 。 这种绝对意志自由不仅因天生

如此从而是自然的，并且因完全基于个人自主从而

是浪漫的，故而属于浪漫的自然主义。 由此而开出

的勇气不再是作为整体之部分而存在的勇气，而是

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９］１００－１０１。
以存在主义来观照，当今的存在主义是“作为

自我而存在的勇气所采取的最激进的形式” ［９］１０５。
它一方面反对本质主义，主张人首先是虚无，由此

“存在先于本质”而非“本质先于存在”，从而将人判

定为“虚无”的同时赋予人绝对自由，使人能通过自

由选择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另一方面反对

“为他主义”，主张“他人即地狱”，认为人生最有价

值的不是为他人而活以活成他人希望的样子，而是

“活成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样子” ［１６］ ，由此人须反

对将自己与他人的要求绑在一起，从而能听从自己

内心的声音，通过自由选择，活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样

子。 据此，“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在存在主义

那里便成了“为自己而在”并反对“为他人而在”的
勇气。 这种为自己而活的勇气首先表现为真诚的勇

气，即真诚面对生而虚无带来的存在之痛和绝对的

选择自由，从而自主地选择人生之路，并勇敢肩负起

自由选择带来的全部责任。 由此可见，以萨特为代

表的激进存在主义即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以此为基

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成了与“作为部分而存

在的勇气”相对立的勇气。 后者强调个体作为集体

性、普遍性的一部分而存在，前者则强调个体作为个

性化、多样化的独立自我而存在。 激进的“作为自

我而存在的勇气”与“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是勇

气的两极。 过分强调“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会
削弱个性化自我，从而使自我消失在世界中；过分强

调“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会削弱普遍的类自

我，从而使世界消失在自我中［９］译者前言Ｖ。
阳明勇气观的一大贡献，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

一次旗帜鲜明地主张意志自由，主张自我主宰人生，
从而开出了防止个体消失在集体之中的“作为自我

而存在的勇气”。 这种勇气挺立自我的主体性，与
朱熹理学进行着辩证性对抗，并在对抗中激发着人

与社会的活力，从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以至于被视为与朱熹理学相抗衡的改革

派传统［１７］ 。 阳明心学所隐含的浪漫自然主义与强

调“我的人生我做主”的存在主义在自作主宰方面

形成了天然的联盟，并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存在主义，
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变被视为“从本质主义到存在主

义的转变” ［１８］４。 阳明心学的存在主义精神在心学

的泰州学派分支发展中逐渐超出了王阳明设定的极

限，走向了“‘心’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的随心所

欲式自然主义［１９］２８１，其中李贽的“童心说”即是典

型代表。 “童心说”的前提假设是存在主义式的，认
为人的本真状态是“无人无己”、无依无傍的赤裸裸

存在。 “无人”是对外在永恒之理的否定，“无己”是
对内在先验人性的否定，双重否定使人无依无靠，剩
下的只有一颗“童心”。 因而可断定“童心”即本心，
它反对人云亦云，将外部带给个体的一切皆归为不

合理的假，提倡每个人皆有独特的价值，“天生一

人，自有一人之用”，由“童心”随心所欲选择的一切

皆合理，从而在极端意义上反对朱熹理本体设定的

本质主义［２０］ 。 这种狂飙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

气”的极端表现。 １６０２ 年李贽自杀，标志着阳明后

学狂飙时代的结束［１９］２８３。
（二）纯粹良知信仰之勇

王阳明虽为解决朱熹理学带来的主体性不足问

题而开出了与“作为道德参与而存在的勇气”不同

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但始终未放弃对本体

的承诺［１８］５，从而使阳明心学必须处理二者间的矛

盾与冲突，即如何将让心自由以彰显“作为自我而

存在的勇气”与让天地本体进入内心以彰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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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参与而存在的勇气”联结起来。 阳明的策略是

发明良知概念①，主张“心即理”，使良知同时既是

个体主体的，又是纯粹本体的，由此而在主体实体化

和实体主体化之间展开了辩证运动。 具体而言，即
是在天理良知化和良知天理化的辩证运动中形成超

主客境界的“作为纯粹良知信仰而存在的勇气”（简
称良知信仰之勇）。 在王阳明那里，天理良知化与

良知天理化是“心即理”命题的两方面。 一方面，阳
明主张在人类史前史，自然在进化出人的同时，将自

己的天地之心———天理———置于人心，从而使天理

良知化。 另一方面，他主张人生而皆有的良知既属

个人又超越个人而为人人共有的公共良知，既属人

类又超越人类而为人与物共有的天地之心。 由此，
良知被客观化为世界的本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
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

无对。” ［１４］２７９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信“心即理”命题为

真？ 阳明的策略是神圣体验，它不是认识现实世界

的认识论体验，而是被“存在—本身”的神圣之力攫

住的神圣体验，其内容可逻辑地分为对接受之力

（存在之力）的体验、对不被接受之物的体验和接受

不被接受之物的体验三方面［９］１４８－１４９。 在宗教信

仰中，例如在基督教信仰中，接受者是上帝，不被接

受之物是死亡、罪过和无意义等绝望之物。 个体一

旦被绝望之物缠身，在不被世人接受的绝望挣扎中

体验到上帝对自己的宽容与拯救，便体验到来自上

帝的超凡接受之力，从而会在这种超凡之力的感召

下信奉上帝，形成“作为信仰而存在的勇气”。 中国

哲学尤其是儒学，没有为“上帝”留下位置，而是创

造了“道”这一超越上帝的神圣之物。 “道”在不同

学说中有不同面目，在心学那里称之为“良知”。 在

良知信仰中，接受者是良知而非个人，个人则是被接

受者，并作为被接受者而被无限超越个体自我的普

遍之物———良知———所接受［９］１３９。 更为关键的是，
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个体，一旦接受良知对自己的接

受，便会形成对良知的纯粹信仰，并由此而生纯粹良

知信仰之勇。 这里的接受是双重的：一是良知对不

被接受之个体的接受，二是不被接受之个体接受了

良知对自己的接受［９］１４３。 良知信仰是对“尽管不

可被接受，还是被良知接受了”的确信，这种确信源

于良知这一接受者所具有的超越性。 不被接受之个

体一旦接受了“不可被接受的自己被良知接受”，便
被良知的接受之力攫住，从而会产生对良知接受之

力的信仰，继而拥有超凡存在之力———纯粹良知信

仰之勇。 王阳明有此神圣体验，并在坚信良知神圣

超凡中获得了纯粹信仰之勇，正如其所言：“近来信

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 往年尚疑未尽，今
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譬之操舟得舵，平
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

溺之患矣。” ［２１］这里，“真诚”是获得神圣体验的前

提，唯有“真诚”才能获得信仰，唯有对良知真诚才

能获得良知神圣体验，才能形成纯粹良知信仰，才能

完全依据良知信仰展开生活［２２］ 。 在此意义上，阳
明赞同《中庸》 “至诚尽性”说，认为“诚是心之本

体” ［２３］ ，获得良知神圣体验的关键在于心“诚”，诚
则有，不诚则无，至诚则恒有，不仅恒有良知神圣体

验，而且恒有纯粹信仰之勇。
良知信仰之勇异于且超越了将本体诉之于外的

宗教信仰之勇与天理信仰之勇，从而构成了绝对信

仰之勇。 在宗教信仰中，超越者是神而不是人，具超

凡之力而为万物楷模的亦是神而不是人，人存在于

世的勇气源于神的超凡之力；在天理信仰中，超越者

是“天理”而不是人，人由信仰天理而获得的信仰之

勇在其根源上依然源于外而非内。 然而，王阳明认

为，人要真正获得绝对超越之勇，须将信仰对象从外

转向内，在自己身上寻找可信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人

的良知而非理智或欲望。 人只有信仰良知，才能超

凡入圣，获得超越外在“上帝”“天理”的绝对信仰之

勇，因为人信仰的超凡存在之力不但源于内，并且源

于内在的值得信赖之物———良知。 良知的超凡之力

将内在神圣与外在神圣统一于内，并将内在的心与

性合一，从而在“心即性即理”中将“作为自我而存

在的勇气”和“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统一起来并

超越了两者［９］１５７。 良知信仰在“有限自我”中获得

了“无限自我”，从而超越了“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

气”；在天理永恒中将天理内化为良知，从而超越了

“作为道德参与而存在的勇气”。
良知信仰之勇之于现代的最大意义在于，其是

克服无意义焦虑的最好解药。 焦虑是人对自身能否

存在于世的担忧，依据非存在威胁存在的方式而可

分为死亡焦虑、受谴责焦虑和无意义焦虑三大类

型［９］３６。 不同时代的焦虑中心不同：在物质匮乏的

远古时代，身体上遭受死亡威胁的焦虑（简称死亡

焦虑）占中心；在物质问题基本得以解决的近古时

代，道德上遭受谴责的焦虑（简称道德焦虑）占中

心；在物质丰裕的当代，精神上遭受无意义威胁的焦

虑（简称无意义焦虑）占中心［９］４９。 无意义焦虑是

人不能在精神上自我肯定而产生的焦虑，并最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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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即丧失终极关怀的焦虑。
无意义焦虑源于对精神生活的怀疑，这种怀疑一般

会从精神生活的某种特殊内容开始，然后焦灼地从

特殊内容抽身，去寻找可为具体精神生活之意义奠

基的终极意义，却在寻找中恐惧地发现取消特殊精

神生活意义的正是终极意义的丧失，而终极意义又

不能有意地产生，由此无意义焦虑便被推向深

渊［９］４１－４２。 对意义的怀疑常建立在个体缺乏参与

而与整体分离的孤立基础上，由此，人为了根治无意

义焦虑而拼命参与到世界中，试图通过各种参与来

消灭无意义焦虑。 “参与”虽是驱逐无意义从而拯

救精神生活的有效方法，但人们却惊恐地发现，为此

付出的代价是个体的自我牺牲了［９］４３，从而使人在

为这个或那个而活的同时却没为自己而活，由此失

去了“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 于是，人开始探索

同时拯救“作为参与而存在的勇气”与“作为自我而

存在的勇气”的两全其美的方法。 人想到了信仰，
因为生活的意义问题在科学的未尽之处，而科学的

未尽之处只能是信仰。 信仰可分为有神论信仰和无

神论信仰。 起初人们求助于“上帝”，试图依靠信仰

上帝来解决精神空虚问题。 但在宗教信仰越来越呈

现为谬误或无用之后，尤其是在尼采宣布“上帝死

了”之后，人越来越多地转向无神论信仰，开始信仰

某物、某理念、某人……很快，人又焦虑地发现，诉之

于外的信仰虽能解决精神空虚问题，却同样淹没了

个体的自我。 于是，人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内，希望从

人本身找到可以解决终极意义的东西。 朱熹认为那

个东西是人性，阳明认为人性太客观了，必须将人性

主观化并由此形成既客观又主观且能挺立主体性的

东西，这个东西便是即心即理的良知。 良知在现代

的根本价值，在于其对人存在的终极意义的解答。
良知之所以能够解答，是因为“良知不仅是对生命

价值的终极应答，亦是对生活价值的终极应答，亦即

对整个人生价值的终极应答” ［２４］ 。

三、造器创世之勇：
达德之勇的气学之思

　 　 与朱熹、阳明不同，船山以气为基，主张最根本

的“达德之勇”既非“道德参与之勇”，亦非“良知信

仰之勇”，而是通过创造新形式，以“气之生产力”推
动现实世界不断创生发展的“造器创世之勇”。 太

虚之气作为实体，在本质上是具有创造能力的“生
产力” ［２５］ ，其最大德性是创生天地万物的无限生产

性，由此而来的天人合一之达德则只能是人承继天

地日新盛德而开出的创造之勇。
（一）造器创世之勇是人的本质

在孔子所构建的人性三达德中，船山既不像朱

熹的主智路线那样强调理智，也不像阳明的主仁路

线那样强调良知，而主张意志是心之本体———“‘心
者身之所主’，主乎视听言动者也，则唯志而已

矣” ［２６］９，是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
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 不守其志，不充其

量，则人何以异于禽哉” ［２７］２２２。 在此基础上，船山

赞同孔子“勇发于志”的主张［２８］ ，认为“意志”在现

实状态中的表现即是“勇”。 由此，“勇”可表述为

“面临危险而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 ［８］２７，这种坚定

意志是心之主宰，是人达至自我实现的关键力量。
不过，并非所有类型的勇气都是达至自我实现的关

键力量。 天地最大的德行是使万物生生的创造，人
格发展的最高阶段亦是使万物生生的创造，只有创

造之勇才至关重要［２９］２０－２１。 船山虽和朱熹、阳明

一样从生生之道的角度界定“圣”，但其对“生生之

道”的诠释却与朱王二人不同，并由此开出了与“道
德参与之勇” “良知信仰之勇”不同的“造器创世之

勇”。 朱熹将“生生之道”客观化为指向社会规范的

“礼”，将“圣”指向“礼义精神”，从而将“勇”指向道

德参与之勇；阳明将“生生之道”主观化为“良知”，
将“圣”指向“良知意识”，从而将“勇”指向良知信

仰之勇；船山则将 “生生之道” 指向日新之道，将
“圣”指向“作器”———“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
‘作者之谓圣’，作器也” ［３０］１３４，从而将“勇”指向造

器创世之勇。
船山的创造之勇思想源自《周易》的“日新之谓

盛德”观念。 《周易》的“日新”思想主要有两处：一
是《大畜·彖》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一是

《系辞上》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这种

思想是将“作（创造）”视为天之大德、人生至道并由

此开出创造者视域哲学的开山之作［３１］ 。 对《周易》
日新观念最有力的弘扬集中在宋、明、清时期。 北宋

张载的《正蒙·大易》认为：“‘日新之谓盛德’，过而

不有，凝滞于心，知之细也，非盛德日新。 惟日新，是
谓盛德。”这里的“惟日新，是谓盛德”不是指先有盛

德然后盛德日日新，而是指“日新”这一创造本身即

盛德，即是生生之道这一天地大德。 并且，“日新之

道”即天道即人道，由此，天道人道统一于“日新之

道”。 船山承继张载，认为日新之谓盛德的根本原

因在于日新才能生生不已，守旧而不能日新者必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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槁而死———“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

而死。 不 能 待 其 消 之 已 尽 而 已 死， 则 未 消 者

槁” ［２７］２１１，并在此基础上将张载的“日新之谓盛

德”思想解释为：“日新盛德，乾之道，天之化也。 人

能体之，所知所能，皆以行乎不得不然而不居，则后

日之德非倚前日之德，而德日盛矣。” ［２７］９８这里，船
山将“惟日新是谓盛德”简化为“日新盛德”，认为日

新盛德是天道，指向宇宙不断创生的大化，人应以此

创生之道为己德，使自身处于日新之中。 换句话说，
“创造”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德性，船山以“作者之谓

圣”界定“圣”便是证明。 以此为基，船山进一步指

出，天地不但是日新的，而且这种日新是强健的，是
生生不息的，这种强健的生生不息便是“勇”，将强

健与日新合而为一便是创造之勇，具体到内容上便

是造器创世之勇。 由此，造器创世之勇即是人的创

造意志，一种人之为人最为核心的特质。
这里，船山从动词角度而非名词角度界定人的

本质，从而超越了理、心二学从名词角度界定人本质

的局限。 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朱熹与阳明在“以理

界定人”与“以良知界定人”的差异背后隐藏着以名

词界定人本质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预设了本质主

义，即认为人的本质是先天的且是永恒不变的，人后

天的实践只是将这一先天永恒的本质实现出来而

已。 船山则以气为本体，反对本质主义，认为事物的

本质不是先天的、永恒的，而是随着气聚成物的进程

逐渐生成的。 具体到人性方面，便是“性属气质，日
生在人”，即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日生日成

的，这种日生日成虽有天赋成分，但更多表现为人为

选择的“未成可成，已成可革” ［３０］３６２。 人在生之前

虽无选择的自主权从而使“人之初，性相近”，但在

生之后便对天之所赋的东西有了“自取自用”的自

主选择权，从而使初生时相近的人性随着后天自主

选择的不同而变得日益不同。 后天的自主选择过程

即是人创造自己本质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动词先

于名词，“创造”先于“人之本质”，“创造”定义了

“人之所是”，人从事什么样的创造便是什么样的

人，人越能创造就越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３１］ 。
“创造”是及物动词，表现为创器，人对自身的创造

是在造器创世中完成的。 造器创世的工作是极其艰

巨的，人世间只有具豪杰之勇的创造者才能完成此

壮举，才能充分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才能成为人人

所想成为的理想模样。 正所谓：“有豪杰而不圣贤

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２７］２３９

这里，由于造器创世是创造世界与创造人自身

的有机统一，“造器创世之勇”便有了将“作为部分

而存在的勇气”与“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统一起

来的超越性。 一方面，对世界的创造只有通过人自

身的独特性才能完成。 世界有诸多发展的可能性，
将哪一种可能性付诸实现则取决于创造者的独特

性，这种独特性不是赋予创造以随意性，而是促使创

造者更为敏感地洞察世界发展的特殊形式，并以物

质材料实现特殊形式，从而创造出与众不同的

“器”。 另一方面，人的独特自我不是在与世隔绝的

不参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参与世界的过程中发

展起来的。 人自身的独特性只有在与世界交会（ｅ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中才获得实质性内容，创造性只有在与世界

深度交会的狂欢中才会达到自身的最高点［２９］５０。
（二）造器创世之勇的类型

按照所造之“器”的类型，造器创世之勇可分为

以自然物为对象的参天化育之勇、以人工物为对象

的造器创理之勇和以自我为对象的自我创造之勇三

大类型。
其一，参天化育之勇。 在理、心二学那里，人之

所以参天化育，主要因为生生之道不仅是天道，而且

是人道，是人性，是良知，由此人可通过参天化育而

实现自身的人性。 船山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天生之，人成之”思想，认为天地太虚之气虽有“生
物”功能，但无“成物”功能。 万物能否按照自身之

性尽性发展，不仅取决于物自身，更取决于人，因为

天地不与圣人同忧，没有人参与的自然生成既可能

是“美好童话剧”，亦可能是自相残杀的悲剧。 由

此，使万物在天地所生的基础上尽性发展的责任便

落在了人身上，这一使命是人继天而来的独特使命，
人要勇敢地将其承担起来，传承下去。 这里传达了

“人是宏观宇宙的创造过程的微观参与者” ［９］８９思

想，既表明宇宙本身是生生不已的大化流行系统；又
表明人不但是宇宙生生系统的有机组成，而且是其

核心，一个肩负着天地所未完成的“成之”功能的核

心，由此，自然依天地而“生”的同时亦依人的参天

化育而“成”；还表明人是小宇宙，大宇宙具有的生

产之力亦存于人，人则通过参与大宇宙的生成，而呈

现自身的成物功能，并由此将自身神圣化，继而获得

作为参与自然创造过程之一部分而存在的勇气。
其二，造器创理之勇。 “器”在广义上既包括自

然物，又包括人工物，还包括人自身。 此处仅论狭义

上的“人工物”。 人工物，顾名思义，不是自然而然

就有的，而是经过人的创造才有的。 在创造之前，人
工物并不存在，由此人工物中的“器理”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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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
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 未有弓

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
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 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

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 ［３０］１３４这里，人
造之器既包括“人为之事”，又包括“人为之物”，而
人为之物则包括诸如弓箭之类的“人工器物”、诸如

汉唐之道的“制度”和诸如孝悌之道的“文化”三大

类型。 与自然界相比，人工物及其器理所构成的

“器世界”是人造的世界，在人类创造之前并不存

在，由此人对器世界的创造是“无”中生“有”。 这个

“无”是说器和器理在创造之前并不存在，而不是说

造器的原料———气———不存在，相反，作为世界本体

的气是永恒存在且具无限生产性的。 由于是“无中

生有”，所以困难比依自然物之理促进自然物成长

的参天化育要大得多，故而需要更大的勇气；由于

“无中生有”是在诸多可能世界中创造出现实的器

世界，所以创造打上了创造者本人的自由意志［３２］ 。
其三，自我创造之勇。 在人性问题上，船山与朱

熹、阳明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二。 第一，朱熹与阳明虽

在心性是否合一问题上存异，但皆主张人性生而俱

有且一成不变，船山则反对此种人性只受于人初生

之际的学说，认为性日生日成［３３］ 。 这不仅因为理

是气之理，是随气聚成质才得以生成为气质之性，而
且因为人所秉受的太虚之气无论是在生之前还是生

之后都是由天日授的。 由此，人对日授之气的接受

也只能是日受的，与之相对应的气之性也只能是日

成的［３０］３６２。 第二，朱熹与阳明虽注意到人有万殊，
但更强调古今中外共同的人性。 船山虽和朱熹、阳
明一样赞成人性源于生生之道，但更强调生生之道

凝聚于人而形成的气质之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万殊，
“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 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

之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 ［２６］３１６。 这里，
天对人的造化无心且生人又广，从而使气在不同个

体中凝成不同的质，进而人人因质不同而性相异，并
且随质分凝而成的万殊之性再也不能复归于同一生

生之道，正所谓 “一本万殊，而万殊不可复归于

一” ［２６］３１９。 面对此种自然生成，人既不应因先天素

质不良、才情不优而怨天尤人，也不应一味顺其自

然。 因为气入人体，变化不定，不能自然使人强，而
人在生之后便“能权变”。 “能权变”则不仅意味着

性在后天如何日生日成取决于人如何践形，而且意

味着先天带来或后天生成的气质之性亦是可革可再

造的，正所谓“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 ［３０］３６２。

此处的“革”是“革命”之“革”，是“逆天改命”的再

造。 命虽可革可再造，但敢不敢逆天改命却取决于

主体有无逆天改命的意志与勇气。 由此，船山进一

步认为，此强志刚勇只存在于英雄豪杰那里，故又称

为“豪杰之勇”。 它不是甘于平凡的勇，而是敢于逆

天改命的勇，敢于攀登巅峰的勇，敢立时代潮头的

勇，敢忍凤凰涅槃之痛的勇。

结　 语

综上，勇气是不顾非存在威胁而敢于对存在进

行的自我肯定［９］３，中国“达德之勇”的特别之处在

于将勇与道合为一体，从而成为“不顾威胁而敢于

向道而行的自我肯定”。 理、心、气三学虽皆赞同

“向道而行”，但对“向道而行”之中“道”的解释不

同，因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达德之勇”。 理学

认为“道即理” “理即伦理”，由此而使“达德之勇”
更多指向人存在于社会世界的“道德参与之勇”；心
学认为“道即良知” “良知即道”，由此而使“达德之

勇”更多指向人存在于精神世界的 “良知信仰之

勇”；气学认为“道即气”“气即生产力”，从而使“达
德之勇”更多指向人存在于物质世界的“造器创世

之勇”。
相比较而言，中国理、心、气三学的“达德之勇”

虽皆注重“作为集体参与而存在的勇气”，但同中之

异亦很明显。 理学的道德参与之勇使人通过参与集

体道德生活而获得存在之勇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忽视了个体独特自我存在的必要性；心学的良知信

仰之勇则针对理学压抑主体性的弱点提出“心即

理”，从而旗帜鲜明地主张良知自由以使人获得“作
为个体而存在的勇气”，同时主张“良知天理化”以
使人在良知信仰中同时超越“作为参与而存在的勇

气”与“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勇气”；气学的造器创世

之勇则在强调创造需要个体的独特性中倡导“作为

个体而存在的勇气”的同时，亦在强调个体是天地

太虚之气创生过程的微观参与者中倡导“作为生产

参与而存在的勇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心学与

气学虽皆强调独特自我的重要性，但皆异于无视集

体参与的萨特式个人主义，由此彰显了自身调和集

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矛盾的哲学努力。

注释

①依据现代学者耿宁的考察，“良知”一词在王阳明那里至少具有心

理素质层面的“先天善端”、道德批判层面的“良心自觉”和伦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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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纯粹良知本体”三重含义，王阳明前期倾向于使用先天善端

与良心自觉含义，后期多提纯粹良知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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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哲学，２０２１（３）：１０４－１１９．
［３３］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Ｍ］．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２１：

４５５．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Ｙａｎｇ Ｄａｏ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ｐｉｒｅ ｔｏ ｖｉａ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ｈｒｅ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Ｑｉ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ａ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ｔｈａ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ｌａｃ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ｈａ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ｐｕ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Ｂｅ Ｏｎｅ’ｓ Ｔｒｕｅ Ｓｅｌ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Ｂｅ Ｏｎｅ’ｓ Ｔｒｕｅ 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Ｑｉ， ｗｉｔｈ
ｑｉ ａｓ ｉｔｓ ｒｏｏｔ，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ｑｉ” ． 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ａ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ｅｎｄｏｗｓ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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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

中国哲学视野下的“达德之勇”


